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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威并施、积极执行与工作绩效  
——探索中国情境下双元领导的有效性 

侯  楠 1  彭  坚 2 
(1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沈阳 110169) (2 广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摘  要  当今复杂多变的环境呼吁领导者应采取双元领导策略, 以平衡组织内部的相异诉求。恩威并施是我国传

统文化塑造的一种具有双元特性的典型领导行为, 被大量学者视为提升下属产出的有效方式。然而, 以往研究忽略

了“施恩” (仁慈领导行为)和“立威” (威权领导行为)不同组合对下属工作产出的差异化影响及其内部机理。为了弥补

这些不足, 文章通过引入追随力理论, 探讨了施恩和立威组合情况如何塑造下属执行力进而影响工作绩效。采用多

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方法, 对 130 份两时间点上下级配对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1)在施恩与立威水平相当情况

下, 恩威皆高时下属积极执行程度要高于恩威皆低; (2)在施恩与立威水平不一致情况下, 恩多威寡时下属积极执

行程度要高于威多恩寡; (3) 施恩与立威组合情况对下属积极执行的影响能够波及至下属工作绩效, 其中, 恩威皆

高通过积极执行对工作绩效间接效应是最强的。以上结果细化了学界对恩威并施作用效果的认识, 对双元领导、

追随力和工作绩效等研究领域均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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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在当今社会, 领导者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处

理诸多“互异”诉求, 如关注任务还是关心下属, 以

自我为中心还是以下属为中心。新近研究指出(Owens, 
Wallace, & Waldman, 2015), 单一的领导行为已无

法满足组织及其成员的多样化需求, 取而代之的是

需要一种运用“既/又”整合思维的领导方式 , 即双

元领导(Ambidextrous Leadership) (Rosing, Frese, & 
Bausch, 2011)。双元领导是由两种差异互补的领导

行为构成的新型领导风格(Rosing et al., 2011), 并

被视为影响工作产出的重要驱动力。纵观现状, 双

元领导研究主要聚焦在西方情境, 关注探索与利用 
(Keller & Weibler, 2015)、变革和交易(Schreuders & 
Legesse, 2012)等领导行为的整合 , 而根植于中国

情境的双元领导探索还比较匮乏。鉴于此, 本文拟

立足于中国本土情境, 开展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双

元领导研究。在中国, 由于受泛家族主义的影响(杨
国枢, 2004), 组织中上下级之间会呈现类似父子般

的关系。此时, 领导者(Leader)像父亲一样, 既会树

立威严来监管下属, 又会表现出关怀下属的仁慈一

面, 由此展现出“恩威并施”的领导行为。目前, 不

少研究表明恩威并施与下属工作表现呈正相关(Tsai, 
Spain, & Wang, 2013; Wang, Wang, Tang, Tang, & Al, 
2016)。然而, 也有一些研究发现, 仁慈和权威领导

并不能交互影响下属工作产出(李珲 , 丁刚 , 李新

建 , 2014), 甚至负向影响公平感 (周浩 , 龙立荣 , 
2007)。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可能在于：其一, 恩威

并施与工作产出之间很可能存在复杂的影响路径, 
而不同路径则会给恩威并施带来不同的影响效果。

其二, 在恩威并施过程中, “仁慈领导者的施恩”和

“权威领导者的立威”存在着不同组合情况, 而不同

组合中下属受到的对待也不尽相同, 这可能给其工

作产出造成差异化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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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上述议题 , 本文拟基于追随力理论

(Followership Theory) (Uhl-Bien, Riggio, Lowe, & 
Carsten, 2014), 以期打开恩威并施影响下属工作绩

效的黑箱。追随力作为一种拥护并支持领导者工作

的行为表现, 其中重要且具有高度共识的维度是积

极执行, 即下属在执行领导者指令过程中体现出来

的克服困难、精益求精等行为(周文杰, 宋继文, 李

浩澜, 2015)。本研究认为, 领导者恩威并施会直接

决定下属在任务执行过程中的积极性, 最终影响到

任务执行的质量和效率。具体来讲, 仁慈的领导者, 
会激发下属产生感恩与回报之情, 从而引发下属效

忠; 而威权的领导者, 则会展现出高绩效指标、形

象整饰及教诲行为(Farh & Cheng, 2000), 这会促使

下属公开附和、服从指派。倘若领导者采取恩威并

施, 下属在这种“宽严并济”的工作氛围中, 可能会

善意地理解威权领导行为(石冠峰, 李琨, 2014), 认

为威权仅仅是对工作方面的严格要求 , 对事不对

人。这种理解会影响下属在任务执行过程中的态度

——积极执行的程度, 最终影响到任务执行的质量

和效率(魏蕾, 时勘, 2010)。 
恩威并施是两种领导行为的组合, 它们之间作

用效果会受到彼此的影响。当领导者同时实施仁慈

与威权两种领导行为时, 由于程度差异可能会形成

图 1 所示的四种不同组合情形：高−高、低−低、高

−低、低−高, 我们分别将其命名为：恩威皆高、恩

威皆低、恩多威寡、威多恩寡。基于上述分类, 本

文拟探讨：第一, 程度相同时, 下属积极执行是否

会随着仁慈领行为与威权领导行为程度的升高而

升高？第二, 程度不同时, 与威多恩寡相比, 恩多

威寡下的积极执行是否更优？第三, 积极执行是否

能够将恩威并施的影响效应传递至工作绩效？ 
 

 
 

图 1  恩威并施：仁慈领导行为与权威领导行为的组合

情况 
 

1.1  恩威并施与积极执行 
恩威并施是一种具有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双

元领导行为。在工作中 , 仁慈的领导者体恤下属 , 

关心下属工作需求; 而威权领导者则严密控制下属

绩效表现, 要求下属服从。由此, 我们基于双元领

导视角将恩威并施定义为：领导者具备仁慈与威权

两种差异互补的领导行为, 并能够依据所处情境协

调运用这两种领导行为。其中, 仁慈领导是指领导

者对下属工作和个人福祉表现出长久关怀(郑伯埙, 
周丽芳, 樊景立, 2000), 包括工作上的宽容体谅和

生活上的个别照顾。这种较为周全的照顾虽有利于

提 升 下 属 效 忠 与 工 作 努 力 (Shin, Taylor, & Seo, 
2012), 但领导者一味地实施仁慈领导行为还可能

引起下属的亲社会性规则违背(李锐 , 田晓明 , 柳

士顺, 2015), 或导致下属的过度依赖。针对仁慈领

导行为的阴暗面, 领导者的任务监控与规范维护等

威权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威权领导是一种主张权

威不容挑战, 严密控制下属, 要求下属完全服从的

领导方式(郑伯埙等, 2000)。这种领导行为既会展现

出专断独权的作风, 又会监控下属、严格要求下属

绩效表现。在这种情况下, 下属不得不表现出顺从、

公开附和(Farh & Cheng, 2000)。因此, 我们认为仁

慈领导行为与威权领导行为搭配互动, 可能会扬长

避短、相互增益, 产生 1 + 1 > 2 的作用功效。 
依据追随力理论(Uhl-Bien et al., 2014), 下属在

追随领导者的过程中会产生相应的行为反应。在中

国情境下, 仁慈领导者和威权领导者在塑造下属追

随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下属在追随仁慈领导者

的过程中会更加努力工作(Shin et al., 2012), 而当面

对威权领导者时, 下属的追随则常常表现为对领导

者的服从、依附(De Cremer & Van Dijk, 2005)。基于

整合视角我们认为, 仁慈领导行为与威权领导行为

的协调运用同样会引发下属追随, 这种追随既包括

仁慈领导者所引发的积极态度, 又包括威权领导者

所催生的服从执行, 最终表现为下属的积极执行。 
领导者在展现仁慈和威权两种不同行为时, 可

能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而这种程度差异可能导致下

属在追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执行发生变化。具

体而言, 在施恩(仁慈领导行为)和立威(威权领导行

为)程度相当时, 领导者可能展现出“恩威皆高”, 亦

可能表现出“恩威皆低”。当恩威皆高时, 领导者一

方面会表现出专权, 从而使下属老实地执行工作指

令(Cheng, Chou, Wu, Huang, & Farh, 2004), 一方面

又会对下属提携照顾、关怀生活, 从而使下属感恩

戴德, 善意地理解领导者的专权作风。在这种情况

下, 下属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会展现出更加积极的态

度, 以此来报答领导者的恩惠(周婉茹, 周丽芳, 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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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埙, 任金刚, 2010)。恩威皆低时, 低威权领导者

会让下属放松警惕, 在工作中出现怠慢的情况(任

金刚, 樊景立, 郑伯埙, 周丽芳, 2003); 倘若领导

者同时较少施展关怀与辅导, 这会任由下属惰性的

滋长, 以至于无法真正激发出下属的积极主动性。

在这种既缺乏监管又没有温暖的组织中, 下属很可

能会产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理, 出现消极

怠工的状态, 终将不利于工作任务的积极执行。 
H1：当施恩(仁慈领导行为)与立威(威权领导行

为)水平一致时, 恩威皆高情况下的积极执行要高

于恩威皆低。 
在水平不一致时, 领导者可能会形成“恩多威

寡”和“威多恩寡”两种不同领导行为。当恩多威寡

时, 在高仁慈领导者的关怀下, 下属会产生回报领

导者的动机。此时, 倘若领导者威权行为较低, 则

能够增加下属在工作中享有的自主性与掌控感(Deci 
& Ryan, 1985), 这为下属将互惠动机转换为实际行

动提供了有利的激活环境。概言之, 恩多威寡能促

使下属在轻松、愉悦的状态下, 表现出积极执行来

报答领导者的关怀照顾。然而, 当领导者表现出威

多恩寡时 , 下属的积极执行相对较弱。具体来说 , 
高威权的领导者为了维系其权力距离的优势, 有时

会干涉下属工作、漠视下属建议(周婉茹等, 2010)。
倘若此时领导者仅施以较少的关怀照顾, 会使下属

认为领导者不关心个人需求与发展(Farh & Cheng, 
2000), 从而萌生“未善待自己”的认知。这种认知无

法有效激发下属的积极主动性。 
H2：当施恩(仁慈领导行为)与立威(威权领导行

为)水平不一致时, 恩多威寡的情形下的积极执行

要高于威多恩寡。 
1.2  积极执行的中介作用 

追随力理论提出了一个包括领导者特征、下属

特征和追随产出的理论框架(Uhl-Bien et al., 2014)。
该理论不仅概括了领导者因素如何影响下属的追

随力, 还包括下属的追随力所产生的能动结果。积

极执行作为一种积极主动的追随行为, 它意味着下

属将大量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工作角色、任务的执行

中 , 这可以保证下属完成工作的时效性与精确性 , 
有利于提升工作绩效(彭坚, 王霄, 冉雅璇, 韩雪亮, 
2016)。将上述论点与假设 1、2 结合, 本文认为, 恩

威并施的组合情形会影响积极执行, 继而影响下属

工作绩效。首先, 在施恩和立威程度一致时, 领导

者的恩威皆高会促使下属以积极的状态完成工作, 
最终获得最优的绩效表现。然而, 领导者的恩威皆

低不但会抑制下属的积极性还会降低其执行任务

的时效性 , 必然会影响到最终的绩效表现。其次 , 
在施恩和立威程度不一致时, 面对恩多威寡的领导

者, 下属会以积极执行工作任务的方式回报领导者

的关怀照顾, 从而有利于完成基本的绩效目标。而

在威多恩寡情形下, 下属只是机械地服从命令, 缺

乏工作积极性。这不仅会影响到任务执行, 还会降

低绩效表现。 
H3：恩威并施能通过下属积极执行来影响工作

绩效。其中, 恩威皆高通过积极执行影响工作绩效

的间接效应最强。 

2  程序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与程序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联系重庆、上海及新

疆 3 地的 3 家企业收集数据, 涉及的行业包括电力

与建筑设计行业。首先, 研究者面向企业内部招募

“联络人”, “联络人”负责在其组织内寻找愿意参加

本研究的员工, 并帮忙发放与回收问卷。在施测前, 
“联络人”先确定好参与人的名单并进行编号, 使其

与问卷匹配。本研究进行两时点施测, 其中：时间

点一邀请 204 名下属填写基本信息, 并评价直属领

导者的仁慈与权威情况。问卷回收后, 剔除乱答、

漏答的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183 份, 回收率为

89.71%。1 个月后, 本研究邀请 183 名完成了时间

点一调查的下属继续参与调研。鉴于以往研究(许

晟, 李元清, 曹元坤, 2017)采用了自评的方式测量

追随力, 本研究同样让下属自评积极执行情况, 并

邀请直属领导者对下属工作绩效进行评价。此轮调

查共获得有效配对问卷 130 份1, 回收率为 71.04%。

在下属样本中, 男性占 52.31%, 平均年龄为 21 岁, 
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94.62%, 入职时间为 17 个月, 
与领导者共事时间平均为 17 个月。在领导者样本

中, 男性占 59.09%, 平均年龄为 25 岁, 本科及以上

学历占 98.46%, 任领导职务时间为 40 个月。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翻译−回译”程序将英文量表翻译

成中文。量表均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 从“1”到“5”
表示符合程度由低到高。 

                                                           
1 本研究进行了 Power analysis (Cohen, 1992), 用来分析本研究

的统计检验力。通过 Power analysis 分析后, 得到本研究中的

统计检验力为 0.83, 超过标准值 0.8 (Cohen, 1992), 这说明本研

究具有较高的统计检验力。故本研究 130 样本量能够满足本研

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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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威并施：恩威并施主要由仁慈领导和权威领

导构成。仁慈领导采用郑伯埙等(2000)开发的家长

式领导中的仁慈领导分量表, 权威领导则采用周婉

茹等(2010)开发的威权领导量表。其中, 仁慈领导

包括“个别照顾” (6 题)和“宽容体谅” (5 题)两个维

度, 例题如：“他/她会根据我个人的需要, 来满足我

的要求”, “当我碰到难题时 , 他 /她会及时给我鼓

励”。系数分别为 0.91 和 0.93; 权威领导包括“专

权领导” (8 题)和“尚严领导” (10 题)两个维度, 例题

如：“他/她要求下属完全服从他/她的领导”, “他/她
会督促我的工作进度, 要求我全力达成”。系数分

别为 0.96 和 0.93。 
积极执行：采用周文杰等(2015)在中国情境开

发的追随力量表中的积极执行维度(2 题), 题目分

别为：“我对他/她布置的工作精益求精, 力求最好

的表现”, “他/她布置的任务我会想尽办法克服困难

完成” ( = 0.91)。 
工作绩效：采用 Chen, Tsui 和 Farh (2002)开发

的工作绩效量表(4 题), 如：“我能按时完成分派给

我的工作任务”, “我的表现总能达到领导的期望” 
( = 0.70)。 

控制变量：依据以往研究(彭坚, 王霄, 2016), 
本研究将领导者−下属的人口特征差值作为控制变

量。除此之外, 还将具有西方特色的“开放−闭合”
双元领导作为控制变量, 采用 Rosing 等(2011)开发

的开放型领导量表(7 题)与闭合型领导量表(7 题)。
本研究中系数分别为 0.85 与 0.90。需要说明的是, 
本研究借鉴 Zacher 和 Rosing (2015)的研究, 取开放

领导与闭合领导两个变量平均值的乘积项测量“开

放−闭合”这一双元领导, 加入这一控制变量是为了

控制西方双元领导的影响。 
2.3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SPSS 20.0 进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

分析, 并采用 AMOS 18.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

检验变量的结构效度和区分效度。对于假设 1、2
与 3 的检验, 本文运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

(Edwards & Parry, 1993), 相比传统的调节回归分

析和差异值分析, 此种分析方法能提供更精确的结

果。该方法模型公式如下： 

0 1 2

2 2
3 4 5

( ) ( )

( ) ( ) ( )
ijZ b b X b Y

b X b X Y b Y

    

  

控制变量
 

在上述公式中, Zij 代表下属积极执行, X 代表

仁慈领导行为, Y 代表威权领导行为。在检验恩威

并施对下属积极执行影响时, 在一致性线(X = Y)
对应的截面上, 斜率(b1 + b2)用于检验假设 1。在不

一致线(X = −Y)对应的截面上, 斜率(b1 − b2)用于

检验假设 2。 
检验假设 3 时, 由于恩威并施由 5 个多项式组

成, 中介效应中前半段路径系数实则为 5 个多项式

对积极执行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更准确地分析这

一关系, 我们参考了 Edwards 和 Cable (2009)的建

议 , 先将仁慈和威权领导行为生成一个组块变量

(Block Variable), 并将其用于后续中介效应分析。

具体做法是将 5 个多项式的原始值分别乘以对应的

回归系数, 进行加总。之后, 采用 Bootstrapping 法, 
估计效应值的偏差矫正 95%置信区间以检验中介

效应。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控制同源方差, 本研究在施测程序上采用

了多来源、多时间点的数据搜集方式。同时根据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和 Podsakoff (2003)以及

Dulac, Coyle Shapiro, Henderson 和 Wayne (2008)的建

议, 我们采用了“Harman 单因子法”和“未测单一方法

潜因子法(Single-Common-Method-Factor Approach)”
来检验本研究的同源方差。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

结果显示, 未经旋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析出的第一

个因子为 27.84%, 不到总解释量的一半。基于未测

单一方法潜因子法结果显示, 模型中同源方差平均

变异抽取量为 0.37, 低于同源方差可判定为潜因子

的标准 0.50 (Dulac et al., 2008)。综上, 同源方差并

未严重影响本研究的结果。 

3.2  验证性因素分析与区分效度 
为了检验主要研究变量的结构效度和区分效

度, 本文对仁慈领导行为、威权领导行为、积极执

行和工作绩效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1 所

示, 与其他 3 个竞争模型相比, 四因素模型拟合指

数都达到要求(RMSEA < 0.08, NFI/CFI/TLI > 0.90)
且呈现最优结果, 这说明本研究中 4 个变量具有良

好的区分效度。 
3.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由表 2 可知 , 仁慈领导行为与积极执行(r = 
0.66, p < 0.01)和下属工作绩效(r = 0.33, p < 0.05)呈
显著正相关。下属积极执行与下属工作绩效(r = 
0.33, p < 0.01)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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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RMSEA NFI CFI TLI 

四因素：AL; BL; JJZX; JP 63.05 29 2.17 0.09 0.92 0.95 0.93 
三因素：AL + BL; JJZX; JP 223.87 32 7.00 0.22 0.71 0.74 0.64 
二因素：AL + BL + JJZX; JP 149.41 34 4.39 0.16 0.81 0.84 0.79 
单因素：AL + BL + JJZX + JP 432.43 35 12.36 0.30 0.45 0.46 0.30 

注：n = 130。AL = 威权领导行为, BL = 仁慈领导行为, JJZX = 积极执行, JP = 工作绩效。符号“+”表示将变量合并。 
 

表 2  主要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1 2 3 4 

1 开放−闭合双元领导 0.24 0.27     
2 仁慈领导行为 4.07 0.73 −0.12    
3 威权领导行为 2.89 0.88 0.36** −0.12   
4 积极执行 4.34 0.62 −0.24** 0.66** −0.07  
5 工作绩效 4.12 0.65 −0.09 0.33** 0.07 0.33** 

注：n = 130。** p < 0.01, * p < 0.05。 
 

3.4  假设检验结果 
表 3 呈现了多项式回归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加

入了平方项和交互项后, 模型 3 的解释量得到显著

提升(ΔR2 = 0.04, p < 0.05)。接下来, 基于模型 3 的

数据, 本研究进行了响应面分析, 结果如表 4 所示。

首先, 为了检验假设 1(恩威皆高优于恩威皆低)对
称效应, 本研究拟检验一致性线(X = Y)的斜率(b1 

+ b2)是否显著。倘若斜率显著为正, 则说明下属的

积极执行随着施恩(仁慈领导行为)和立威(威权领

导行为)程度的升高而递增; 反之 , 这说明下属的

积极执行随着施恩(仁慈领导行为)和立威(威权领

导行为)程度的升高而递减。如表 4 中显示, 响应面

沿着一致性线(X = Y)的斜率显著且为正值(斜率 = 
0.47, p < 0.01), 这说明与恩威皆低相比, 恩威皆高

时, 下属积极执行更高。因此, 假设 H1 得到支持。

其次, 为了检验假设 2(恩多威寡优于威多恩寡)非
对称效应, 本研究拟检验不一致性线(X = −Y)的斜

率(b1 − b2)是否显著。倘若斜率显著为正, 这说明恩

多威寡 (右 边 )时下属 积极执行高于威多恩寡 (左

边)。如表 4 所示, 响应面沿着不一致线(X = −Y)的
斜率显著为正值(斜率 = 0.51, p < 0.01), 且侧向位

移 量 (Lateral Shift Quantity) 为 −1.96 (95%CI = 
[−2.34, −0.67])。即当领导者的施恩(仁慈领导行为)
和立威(威权领导行为)程度不一致时, 与威多恩寡

相比, 下属积极执行在恩多威寡的情形下更高。因

此假设 H2 得到支持。 
基于表 3 中模型 3 的数据, 我们绘制了响应面, 

形如凸形响应面(见图 2)。积极执行在后面蓝色位

置(恩威皆高)时更高, 且左角位置(威多恩寡)的下属

积极执行要低于右角位置(恩多威寡)。在图 2 中, 投

射到响应面上的不一致线(左角到右角)近似一条直

线, 这表明：随着领导者仁慈程度由小到大趋势, 甚

至超过其威权程度时, 下属的积极执行逐渐提高。 
 

表 3  多项式回归结果 

积极执行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常数项 4.33** 4.39** 4.27**

性别差异 −0.06 −0.031 −0.01 

年龄差异 −0.01 −0.01 −0.01 

学历差异 0.04 0.09 0.14 

任职时间差异 −0.01 −0.01 −0.01 

共事时长 0.02** 0.01 0.01 

开放×闭合 −0.43* −0.40* −0.52**

自变量    

仁慈领导行为(X)b1  0.52** 0.49**

威权领导行为(Y)b2  0.59 −0.02 

仁慈平方(X2)b3   0.12* 

仁慈×威权(X×Y)b4   0.08 

威权平方(X2)b5   0.09* 

R2 0.14 0.47  

ΔR2  0.33** 0.04* 

注：n = 130。** p < 0.01, * p < 0.05。 
 

表 4  响应面系数检验 

估计参数 积极执行 

一致性线 X = Y  

斜率(b1 + b2) 0.47** 

曲率(b3 + b4 + b5) 0.29 

不一致性线 X = −Y  

斜率(b1 − b2) 0.51** 

曲率(b3 − b4 + b5) 0.13 

注：n = 130。** p < 0.01, * p < 0.05 



122 心    理    学    报 第 51 卷 

 

 
 

图 2  恩威并施领导行为与积极执行 
注：彩图见电子版, 下同 

 
3.5  下属积极执行的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中介效应 , 我们参考了 Edwards 和

Cable (2009)的建议, 先将仁慈领导行为和威权领

导行为生成一个组块变量(Block Variable)。组块变

量可以更好地评估施恩(仁慈领导行为)和立威(威

权领导行为)程度一致与不一致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Edward & Cable, 2009)。更重要的是, 运用组块变

量不会改变方程中其他变量的评估系数与总解释

率(Zhang, Tsui, & Wang, 2011)。具体做法是将 5 个

多项式的原始值分别乘以对应的回归系数, 进行加

总。之后, 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我们运用目前学

术界普遍认可并广泛使用的 Bootstrap 法来检验中介

效应值(Zhao, Lynch, & Chen, 2010)2, 结果见表 5。

恩威并施合成变量通过积极执行影响工作绩效的

中介效应为 0.16, 95%CI = [0.04, 0.37], 不包括 0。

这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即假设 3 得到验证。同时, 我

们绘制了积极执行中介作用效果图, 如图 3 所示。

与前部相比, 后部深蓝色处的工作绩效更高, 这说

明与恩威皆低相比, 恩威皆高通过积极执行对工作

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 同时, 左角位置的工作绩效

要低于右角位置, 这表明与威多恩寡相比, 恩多威

寡通过积极执行对工作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图 3
所描述的情况与本研究对中介效应统计分析的结

果相一致, 即恩威并施通过下属积极执行来影响工

作绩效。 

                                                           
2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检验(Zhao, Lynch, & Chen, 2010)无需

正态分布假设和大样本数据, 操作简便, 已被心理学、组织行

为学等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广泛使用。Bootstrap 方法对于中介

效应的检验不需要对主效应进行检验, 只需直接检验 a (自变量

到中介变量的路径系数)×b (中介变量到因变量的路径系数)是
否显著(Zhao et al., 2010)。若中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不包括

0, 则说明中介效应显著(温忠麟, 叶宝娟, 2012)。 

 
 

图 3  恩威并施经由积极执行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效应 
 

此外 , 为了进一步解释积极执行的中介作用 , 
借鉴 Matta, Scott, Koopman 和 Conlon (2015)的研究, 
还分析了仁慈领导行为与威权领导行为的组合情

况通过积极执行对下属工作绩效的影响, 具体操作

如下：针对所讨论组合情况的不同, 将多项式中 X 
(仁慈领导行为)的值分别取 1(低)或 5(高), Y (威权

领导行为)的值分别取 1(低)或 5(高)。结果如表 5
所示：在恩威皆高领导行为下, 积极执行的中介效

应最大(中介效应 = 2.69, 95%CI = [0.30, 5.56])。其

次是恩多威寡情形(中介效应 = 1.66, 95%CI = [0.17, 
3.40])、威多恩寡(中介效应 = 0.88, 95%CI = [0.09, 
2.02])、恩威皆低(中介效应 = 0.21, 95%CI = [0.05, 
0.42])。综上, 假设 H3 得到支持。 

4  讨论 
4.1  结果分析 

虽然已有研究认为, 在华人组织中, 恩威并施

会对下属行为与产出产生积极影响, 但是, 仁慈领

导行为和威权领导行为的不同组合对下属工作产

出是否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效果？其内在机制又

是什么？这些问题均尚未得到深入探究。本研究基

于上述疑问, 采用问卷调查法揭示了：在施恩(仁慈

领导行为)和立威(威权领导行为)水平相当情况下, 
恩威皆高时下属积极执行程度要高于恩威皆低; 在

施恩(仁慈领导行为)和立威(威权领导行为)水平不

一致情况下, 恩多威寡时下属积极执行程度要高于

威多恩寡; 施恩(仁慈领导行为)和立威(威权领导

行为)组合情况对下属积极执行的影响能够波及至

下属工作绩效, 其中, 恩威皆高通过积极执行对工

作绩效间接效应是最强。 
第一, 恩威并施这一典型的本土双元领导行为, 

同样会引发下属积极执行这一追随行为的产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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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模型 前半段路径系数 后半段路径系数 中介效应 95%置信区间 

恩威并施组块变量→积极执行→工作绩效 0.66** 0.24* 0.16 [0.03, 0.35] 

恩威皆高→积极执行→工作绩效 9.60* 0.28* 2.69 [0.30, 5.56] 

恩威皆低→积极执行→工作绩效 0.76*** 0.28* 0.21 [0.05, 0.42] 

恩多威寡→积极执行→工作绩效 5.92* 0.28* 1.66 [0.17, 3.40] 

威多恩寡→积极执行→工作绩效 3.16* 0.28* 0.88 [0.09, 2.02] 

注：n = 130。**p < 0.001, *p < 0.05, +p < 0.10 
 

一结论呼应了中国历代兵法思想, 即带兵作战的将

领, 除了必须展现严明的纪律之外, 亦需搭配仁慈

之心方能发挥最大作战力。具体而言, 一方面, 当

施恩(仁慈领导行为)和立威(威权领导行为)程度相

当时 , 领导者恩威皆高更有利于促进下属积极执

行。这是因为, 领导者的恩威皆高不但会引发下属

效忠、感恩, 还会使下属老实地服从与执行工作指

令(Cheng et al., 2004)。这会促使下属积极、有效地

执行工作任务; 与之相对, 领导者的恩威皆低不但

会导致低质量的交换关系 , 还会使下属放松警惕 , 
怠慢领导者安排(任金刚等, 2003), 影响下属的工

作状态, 以至于无法真正激发下属的积极主动性。

另一方面, 当施恩(仁慈领导行为)和立威(威权领导

行为)水平不一致时, 恩多威寡的领导者更有利于

促进下属积极执行的产生。究其原因, 领导者恩多

威寡会使下属产生报恩的动机与信念, 在一定程度

上促使下属较为配合任务执行。相反, 威多恩寡的

领导者通常会对下属实施严密的监管, 并缺乏对下

属的关照。在这种情形下, 下属只会被动地服从指

令, 缺乏工作积极性, 从而影响到任务执行。 
第二, 恩威并施领导行为能通过下属积极执行

来影响工作绩效。其中, 恩威皆高通过积极执行对

工作绩效的影响作用是最强的。四种组合情形中, 
领导者恩威并施通过积极执行对下属工作绩效影

响的效果由强到弱排列顺序为, 恩威皆高>恩多威

寡>威多恩寡>恩威皆低。这说明, 在相同机制作用

下, 恩威并施并不一定都会带来好的绩效。只有恩

威并施处于高水平时, 才是最有效的领导行为(周

婉茹等, 2010), 能最大限度激发下属的积极执行并

带来高绩效(Özçelik & Cenkci, 2014); 而恩威皆低, 
积极执行及其催生的绩效表现是最差的。具体来说, 
恩威皆高由于领导者体现了较高程度的仁慈, 会让

下属认为领导者高威权不是要贬低他们的贡献、看

轻他们的能力 , 而是旨在促进组织的发展(Aycan, 
2006)。在这种情况下, 下属更能善意的理解领导行

为, 有利于培养下属积极的心理认知与情绪(Cheng 

et al., 2004;), 促使下属采取积极执行的方式来回

应领导者, 而这种积极回应方式最终提升了下属工

作绩效(Luthans, 2002)。而恩威皆低营造的疏于监

管并缺乏关怀的环境, 使下属不愿积极执行工作任

务, 进而有碍于工作绩效提升。 
需要澄清的是, 从理论上讲, 恩威并施是通过

积极执行才能影响工作绩效 , 倘若缺乏积极执行

的传导作用 , 恩威并施与工作绩效的关系比较难

以论证 , 正因如此 , 本研究并未直接提出主效应

假设。这说明恩威并施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依赖于积

极执行的中介作用。 
4.2  理论意义 

第一 , 本研究通过探究领导者施恩(仁慈领导

行为)和立威(威权领导行为)不同组合对下属产生

的差异化影响, 揭示了以往恩威并施相关研究存在

分歧的原因。现有研究虽已探究恩威并施对下属的

影响(Cheng et al., 2004; Chan, Huang, Snape, & Lan, 
2013), 但研究结论并未达成一致。例如, 一些研究

表明恩威并施能提高下属工作表现(Tsai et al., 2013; 
Wang et al., 2016); 而另一些研究则没有支持这一

观点(李珲等, 2014)。其实, 这些研究只探究了仁慈

领导行为与威权领导行为之间的简单交互作用, 忽

略施恩(仁慈领导行为)和立威(威权领导行为)不同

组合对下属的影响。为了突破以往研究的窠臼, 本

研究首次探究施恩(仁慈领导行为)和立威(威权领

导行为)不同组合对下属的影响, 并发现：施恩(仁
慈领导行为)和立威(威权领导行为)分别在“高−高

一致”和“低−低一致”、“高−低”和“低−高”情况下会

对下属积极执行产生差异化影响, 继而带来不同的

绩效产出。这不仅有助于学界更深入地理解恩威并

施之作用效果分歧的原因, 并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

“恩威并施即为最优”的传统思维定势, 也为后续研

究的开展提供了一定启发。 
第二, 本研究对恩威并施领导行为与下属工作

绩效间的机理进行了深入挖掘, 打开了恩威并施与

下属产出间的内部黑箱。Chan 等(2013)虽然探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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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恩威并施对下属的影响效果, 但尚未阐清其

中的内部过程, 并号召未来研究要丰富领导者恩威

并施与下属绩效之间内在机理, 以更全面地阐释其

假设模型。鉴于此, 本研究基于追随力理论(Uhl-Bien 
et al., 2014), 发现了追随力中重要且具有高度共识

维度——积极执行(Uhl-Bien et al., 2014, 周文杰等, 
2015), 在恩威并施与下属工作绩效间所起的重要

作用, 且施恩(仁慈领导行为)和立威(威权领导行为)
不同组合情况正是借由积极执行才得以对下属工作

绩效产生差异化影响。上述结果从新的理论视角, 解

释了领导者恩威并施为何能够提升下属工作绩效。 
第三, 本研究回应了罗瑾琏、赵莉、韩杨、钟

竞和管建世(2016)以及赵红丹和郭利敏(2017)的呼

吁, 将双元领导研究置于中国情境, 帮助国内学者

认识本土双元领导在华人组织中的作用功效。由于

双元领导诞生于西方情境, 以往相关研究大多聚焦

于变革−交易(Schreuders & Legesse, 2012)、开发−
闭合(Rosing et al., 2011)等互异领导行为的整合。然

而,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学界和商界皆认识

到, 将西方研究结论直接套用在其他文化地区容易

产生削足适履的现象(Smith & Wang, 1996)。因此, 
扎根于中国情境, 开展本土双元领导研究显得尤为

迫切。鉴于此, 本研究从中国传统的“家文化”出发, 
探索了像父亲一样仁慈又权威的领导者在华人组

织中究竟会如何影响下属产出。上述探索既响应罗

瑾琏等(2016)的号召 , 又呼应了“华人领导者具有

一种恩威并施典型行为”的观点(郑伯埙, 1995)。需

要强调的是 , 本研究还发现, 控制了“开放−闭合”
这一西方双元领导行为后, 恩威并施对下属行为及

其工作产出的解释力具有增益效度。这更加凸显了

中国情境下本土双元领导具有更强而应景的预测

力, 并启发后续双元领导研究可以尝试扎根于中国

情境下的现实管理问题。 
第四, 本研究将追随力理论引入到双元领导研

究领域中, 拓展了追随力理论在领导力研究领域的

解释力。近年来, 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领导行为与下

属追随行为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 现有研究

也 相 继 表 明 领 导 行 为 会 引 发 下 属 追 随 (Bjugstad, 
Thach, Thompson, & Morris, 2006; 李浩澜, 宋继文, 
周文杰, 2015), 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单一领导

行为的研究, 而忽略了领导行为的复杂性及其对下

属追随力的影响。为了填补上述不足, 本研究基于

追随力理论, 遵循“领导者特征−下属的追随特征−
下属产出”这一理论框架(Uhl-Bien et al., 2014), 探

究了恩威并施这种复杂领导模式对下属追随的影

响。通过这项努力, 本研究将追随力理论及其理论

框架的适用范围从单一领导行为领域拓展到双元

领导领域, 能够检验、拓展追随力理论的解释或应

用范围。 
4.3  实践意义 

提升下属工作绩效一直是组织管理中的重要

实践议题。本文通过揭示恩威并施、下属积极执行

与工作绩效的关系, 为提升下属工作绩效提供了新

思考。第一, 面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领导

者应该培养整合思维, 比如在培训领导者时拿出组

织中的差异实例, 让领导者分析、讨论, 能够辩证

地看待组织中的问题。这样有利于领导者在不同的

情境下采取有效的双元领导行为来整合问题、平衡

组织中的张力。第二, 领导者不应单纯的实施仁慈

领导行为或威权领导行为, 而是应高度重视威权与

仁慈领导行为的配合实施, 培养领导者恩威并施。

具体而言, 领导者应根据下属的实际情况适度的集

权并对下属任务执行情况进行监管, 提出一定的绩

效要求 , 同时要更加关心下属的工作与生活情况 , 
及时给予下属鼓励与支持, 借由恩威并施这种双元

领导行为 , 提升下属的工作表现与组织的有效运

营。第三, 应注重提高下属积极执行。下属积极执

行对其工作绩效表现出更为直接与有效的促进作

用。因此, 在实践中应积极协调威权与仁慈领导行

为, 保证下属在宽严并济的氛围中, 积极主动地执

行工作任务, 最终提升其工作绩效。 
4.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 本研究采用自

评法测量下属积极执行, 但自评与他评的工作行为

可能存在差异。例如, 自评工作行为可能会受到更

多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 后续研究可以通过自评

与他评相结合的方法来弥补由下属自我评价所产

生的不足。此外, 本研究还存在着样本量较少以及

样本过于年轻化的问题。在日后研究中, 会扩充样

本量, 并从多年龄段、多行业等方面进行数据收集, 
使数据来源更多样化, 结论更具说服力。其次, 本

文没有考虑影响领导者效能发挥的情境因素, 如外

部环境动态性。当今组织、领导者面临着充满不确

定性、极端模糊的环境, 领导者的工作也相应的充

满了变化与挑战, 他们需要时刻应对瞬息万变的工

作需求。因此, 在这种情境下, 领导者恩威并施是

否能有效协调组织内外环境, 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再者, 本研究中, 恩威并施与下属工作绩效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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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不显著。MacKinnon, Krull 和 Lockwood (2000)
指出, 总效应不显著原因之一, 是由于存在两条符

号相反的中介路径, 从而使得主效应不显著。因此, 
除了本研究探索的恩威并施之积极作用, 后续研究

可以基于认知失调理论, 探究恩威并施的阴暗面。

例如, 恩威并施是否会影响下属心理安全(印田彬, 
邹艳春, 2017)或自我损耗, 进而对绩效产生负面影

响; 或者虽然能提升绩效, 但是否以牺牲幸福感为

代价(彭坚, 王震, 2018)。最后, 不同于西方双元领

导研究, 本研究关注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恩威并施

对下属行为与绩效的影响。那么, 恩威并施与西方

双元领导行为对下属行为与产出方面的影响是否

存在差异, 哪种领导行为的效用更强, 均是未来的

研究应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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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is key to solving organizational tension and complex problems. This type of leadership has 

gained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recent years.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refers to a set of two 
complementary 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the flexibility switch between two different behaviors. Existing studies noted the 
extensive benefits of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to employees and organizations. These advantages include enhancement of the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of employees,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behaviors, inno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Prior studies focused on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from the Western context. These studies include opening-closing 
leadership and transformational-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However, the consequences of indigenous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context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A particular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embedded in Chinese culture was 
identified, namely, authoritarian-benevolent leadership.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combination of authoritarian and 
benevolent leadership, which is regarded as a type of indigenous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The researcher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 modes of benevolent an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on the work outcome of 
subordinate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The researchers identified four scenarios by combining the two kinds of leadership, namely, high authority–high 
benevolence, low authority–low benevolence, high authority–low benevolence, low authority–high benevolence. This 
approach was based on the level of authoritarian and benevolent leadership. The former two forms of leadership fall under 
the congruence category, whereas the latter two fall under the incongruence category. By drawing on followership theory, 
the researchers expected that the a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ubordinates was high when leaders were at a high level of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nd benevolent leadership than when at a low level of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nd benevolent 
leadership. The researchers also found that the a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ubordinates was high when the benevolent 
leadership of leaders exceede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rather than when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exceeded benevolent 
leadership. Third, the a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ubordinates carried the joint effect of benevolent and authority leadership to 
the job performance of followers. 

A multiwave, multiresource survey was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es. Surveys were given to 204 voluntary subordinates 
at Time 1. They were required to report their leaders’ benevolent leadership an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an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The researchers obtained 183 effective survey responses. After one month, the researchers conducted Time 2 
survey, which required leaders to rate the job performance of their subordinates. The subordinates were then required to rate 
their active implementation. A total of 130 effective survey responses were obtained. The researchers used polynomial 
regression combined with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based on the two-wave data.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hypotheses. 

The findings offered several contributions to literature. First, different combination modes of benevolent an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work outcome of subordinates. Second, the researchers uncovered the 
dynamics between authoritarian-benevolent leadership and work outcome of subordinates. These findings can aid Chinese 
scholars to gain an improved understanding of indigenous ambidextrous leadership. These findings advance the 
understanding on how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combined with benevolent leadership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followers. 
The findings also provide further practical insights to practitioners. 
Key words  ambidexterity leadership; benevolent leadership;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benevolent authority; followership 
 
 


